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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务农收入视角看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本意
*

韩朝华

摘要:本文基于2014—2018年的全国家庭农场发展研究监测数据,从样本农户的农场规模与

农场劳均农业收入和农场平均成本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本意。本文强调,农业规

模化经营是个农户务农收入问题,而非农业生产效率问题。在农村改革解构了传统小微农业及与

之伴随的高土地产出率之后,只有依托规模化经营的技术密集型农业才能消除农业和非农产业间

的收入差距,确保中国农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农业规模化经营 本意 务农收入

一、引言

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国内农经研究中长期关注和争论的话题。这方面的分歧大致可归因于两种

分析视角,即土地产出视角和农户务农收入视角。如张成玉(2015)、李谷成等(2009)、郭庆海(2014)
在讨论农业规模化经营问题时都对这两种分析视角有所评论。

持土地产出视角的论者多关注农业规模化经营可能对土地产出率和土地总产出造成的不利影

响,且大都基于小农场靠精耕细作实现较高土地产出这一事实,强调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因而倾向

于对农业规模化经营持谨慎甚至质疑的态度(许庆等,2011;刘凤芹,2006;尚旭东、朱守银,2015)。
持这一观点的论者并不否定规模化经营作为中国农业长远发展方向的合理性。但他们认为,目前实

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条件还不具备,如非农产业发展不够,农地的社保功能仍很重要,保证全国粮食

供应的压力还很大等等,从而在提高农民的务农收入和保障全国农业总产出这两者之间,他们更重

视后者(任治君,1995)。
但质疑土地产出视角的论者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如仇焕广等(2017)指出,自农村改革以来,

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不断增加,非农收入逐渐成为不少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农业机械对农业

劳力的替代也在不断强化,这导致“小农户‘精耕细作’的意愿与可能性大大降低”,从而“土地经营规

模与农业生产效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的前提条件逐渐被弱化”。应该说,这个观察是准确的,且相当

重要。
众所周知,传统小微农业的高土地产出率源于农户对自身劳力的过密化运用,而这是以小农既

无法扩大其农场规模又缺乏非农就业机会为前提的,中国近代以来的传统农业就处于那种状态中

(黄宗智,1992)。但农村体制改革解构了那种状态,为农村劳动者提供了转向非农就业的可能。由

此而来,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陡然上升,农村劳动者不再安于靠过密化劳动在少量土地上“精耕细

作”了。因为,那样的内卷农业虽能实现较高的土地产出率,但其所能提供的农业总收入难以满足务

农者的家庭生计需要,从而注定是“有效率但贫穷”的(舒尔茨,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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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种地不赚钱,难养家”是我国多数农村家庭面临的共同困

扰,也使得农业对农村青壮年普遍缺乏就业魅力。为维持家庭生计,农村绝大多数青壮年离农谋生,
农业经营被交付于留守家中的女性或老年成员,一些家庭甚至任其土地撂荒或弃耕。也就是说,农
村改革后,非农就业机会的普遍出现直接冲击了我国农业中传统的精耕细作模式,使土地产出率高

但农民务农收入低的内卷化农业开始坍塌,农业规模化经营问题开始进入中国农政议程。如农业部

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1994)所指出的,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比较效益日趋下降,土地撂荒、半撂

荒,完成粮食定购任务难,地方财政和集体对种粮补贴负担日重等现实矛盾,促使一些发达地区对实

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
这么来看中国的农业规模化经营就会发现,它的原初动因只涉及农村家庭在农村改革后的生计

选择,与生产效率考虑无关。在中国农村,只要禁止农民劳力非农化的制度束缚有所松动,且社会上

又存在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农村劳动者就一定会离农转移。在那种情况下,如不能同步推进农地流

转集中和农业规模化经营,农业在农村家庭的生计选择中就会被边缘化。因此,农业规模化经营问

题在当代中国的产生,从根本上讲,与任何生产效率考量无关,它源于农村居民维持和改善家庭生计

的内在需要。千百万农村居民摆脱贫穷、过与城里人同等生活的强烈愿望和不懈努力,是驱动中国

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首要动力。持农户务农收入视角的论者们看到了这一点,关注这一点,因而对农

业规模化经营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如梅建明,2002;李华伟,2007;何秀荣,2016;陈昭玖等,2016)。
进入21世纪以来,农业规模化经营在全国各地不断展开并加速。① 这当然与国家农业政策围绕

农业规模化经营做出了持续和广泛的适应性调整有关,但从根本上来讲,这是由于中国农业工资率

的不断上升(钟甫宁,2016;Wangetal,2016)。上升的农业工资率给农村家庭带来了新的生计压力,
有更多的农业劳动者要到农业以外另辟家庭收入来源。同时,农村中擅长务农的“种田能手”则通过

各种方式获得离农谋生者留下的土地,扩大自己的农业经营规模,以此为其家庭奠定新的生计依托。
这也表明,提高务农收入是农业生产者追求规模化经营的出发点。

当前,仍然主张维护传统小微农业的论者在减少,更多的论者转向分析农业规模化经营本身的

进展和问题。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还是偏生产效率分析的多,重务农收入分析的少。不少明确

肯定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研究者也倾向于从农业生产效率的角度挖掘支持证据(如李谷成等,2009;章
德宾,2018)。这反映了当前学界对于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本意或其原初动因尚有认识不足之处,有关

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否可取的很多争论其源盖出于此。本文拟利用全国家庭农场发展研究监测数据,
从样本农户的农场规模与其劳均务农收入和农场平均成本的关系入手,对这一问题做系统的梳理和

澄清。

二、数据和方法

本文分析所用的数据来自农业农村部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开展的全国家庭农

场发展研究监测调查项目。该调查始于2014年,其信息采集聚焦于家庭农场的生产行为,以及农场

主的主要个人特征。该项目的监测范围覆盖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全国每年抽取的监测样本约为

3000户。按农业农村部的要求,整个样本中:(1)种植类农场不多于80%,其中,粮食种植类农场不

少于50%,且其土地经营规模应在50~500亩之间;(2)经济作物种植类农场、养殖类农场或种养结

合类农场的规模应符合当地县级以上农政主管部门确定的规模标准;(3)原则上样本农场应是生产

经营情况较稳定、从事农业经营至少2年的农业经营主体(郜亮亮,2020)。本文研究获准使用的是

该项目2014—2018年的监测数据。各年的观测值分别为:2014年2823户,2015年2903户,2016年

2998户,2017年2947户,2018年2952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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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报道,截至2016年6月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到4.6亿亩,超过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3。参见《农业部:
全国承包耕地流转比例已超过三分之一》,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17/c_11199334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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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本意,或者说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原初动因。在分析

上,本文主要从样本农户的农场规模与其劳均农业收入和农场平均成本这两个指标的关系入手展开

讨论。这里的农场规模,对种植活动是指作物种植面积(亩),对养殖活动是指畜禽的年底存栏数

(头、匹、只、羽等)。
这套数据中与农场经营收入和经营成本有关的数据是养殖活动的总销售额和总成本①,以及家

庭农场的总销售额和总成本,但没有种植活动的总销售额和总成本。鉴于家庭农场的农业经营主要

分为种植和养殖两大类,在样本农户的总销售额和总成本中减去养殖活动的总销售额和总成本,可
以得到样本农户种植活动的总销售额和总成本。由此分别算出样本农户种植活动和养殖活动的农

业纯收入。将该农业纯收入与农户家庭参与其农场生产的成员人数相除,得到样本农户家庭的劳均

农业收入;将总成本除以其农场规模,得到样本农户的农场平均成本。
样本农户所经营的农业门类很多,而不同农业门类各有其技术经济特性,为避免农业门类异质

性对分析的干扰,本文从样本总体中抽出水稻、小麦、玉米、蔬果、羊、生猪、禽类的数据,构成7个农

业门类共5年的35个子样本。这35个子样本的户数分布见表1。

表1 分析所用样本农户数(户)

年份 水稻种植 小麦种植 玉米种植 蔬果种植 羊养殖 生猪养殖 家禽养殖

2014 442 208 513 162 181 211 128

2015 602 282 625 229 201 277 164

2016 670 291 551 209 228 351 308

2017 675 286 560 179 204 301 296

2018 684 261 557 198 211 252 272

这套数据中不包含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细分要素投入信息,无法经由农业生产中的投入产出关

系来解析样本农户的经营收入、投入成本与其农场规模的关系。而且,这套数据中的收入数据和成

本数据都未能通过正态性检验(表2和表3),因而不适用通常的参数分析方法,须考虑用非参数性方

法做分析。

表2 家庭劳均农业收入变量正态性检验

农业门类 指标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水稻种植
χ2(2) 26784.617 6913.998 679.267 1706.86 2912.914

Prob>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小麦种植
χ2(2) 2755.181 1081.659 219.691 416.092 627.586

Prob>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玉米种植
χ2(2) 1636.268 1243.773 307.493 507.635 14857.055

Prob>χ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蔬果种植
χ2(2) 512.527 3742.246 93.633 331.679 1168.405

Prob>χ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羊养殖
χ2(2) 162.36 345.845 342.307 94.094 396.054

Prob>χ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生猪养殖
χ2(2) 33993.814 535.856 330.621 870.563 234.175

Prob>χ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禽类养殖
χ2(2) 196.245 446.442 1660.866 2053.969 7606.505

Prob>χ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使用Doornik-Hansen检验,该检验的零假设为被测变量服从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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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农场平均成本变量正态性检验

农业门类 指标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水稻种植
χ2(2) 11297.851 91477.513 6442.76 21650.523 251000

Prob>χ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小麦种植
χ2(2) 2071.98 95914.125 44666.415 42896.755 40316.965

Prob>χ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玉米种植
χ2(2) 5847.11 13772.776 1809.149 3567.927 91488.343

Prob>χ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蔬果种植
χ2(2) 3849.611 256.602 4388.967 1827.744 834.095

Prob>χ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羊养殖
χ2(2) 9162.146 728.427 1067.182 1060.152 3883.978

Prob>χ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生猪养殖
χ2(2) 2260.758 3912.498 5205.613 7250.345 36884.93

Prob>χ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禽类养殖
χ2(2) 10856.459 14598.855 23210.461 15753.724 25977.024

Prob>χ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使用Doornik-Hansen检验,该检验的零假设为被测变量服从正态分布。

本文要分析的第一个问题是样本农户的劳均农业收入和农场平均成本对应于农场规模扩大的

变化趋势。非参数统计分析中的“趋势分析”法适于做这种分析。所谓“趋势分析”,就是检验被测变

量的取值在若干有序分组间的变化方向(testfortrendacrossorderedgroups),属非参数统计分析

中的多样本检验。它所检验的问题是,当解释变量的取值呈单调变化(上升或下降)时,被测变量的

取值变化是否也显出明确的趋向性,即是趋于变大、趋于变小还是无确定趋势。其基本做法是,将一

个样本总体分为k个分组,ni(i=1,2,…,k),并赋予每个分组一个得分li,以反映这些分组的排序。
所有分组的观察值数合计为N=∑ni;在这N 个观察值中按取值对所有观察值做升序排位,得到所

有观察值在总样本中从1至N 的取值序位(rank),中文称这种序位为“秩”。然后,在每个分组内加

总诸观察值的秩,得到每个分组内的“秩和”(sumofrank)Ri,再求出所有分组得分的加权和,L=
∑k

i=1lini,以及统计量T=∑k
i=1liRi。

这项检验的零假设为被测变量的取值变化无确定趋势。在零假设下,统计量T 的期望值为E

(T)=0.5(N+1)L,其标准差是se(T)= n+1
12
(N∑k

i=1l2i-L2)。趋势分析所得出的检验统计量是

z={T-E(T)}/se(T)。当被测变量的取值变化无确定趋势的零假设为真时,该检验统计量呈近似

标准正态分布。①

下面的趋势分析中,以样本农户的劳均农业收入和农场平均成本为被测变量,以样本农户的农

场规模为解释变量,检验样本中劳均农业收入和农场平均成本对应于农场规模扩大的取值变化,看
其是否有明确的趋势。如检验结果是显著的正(负)Z值,表示这两个变量随农场规模的扩大而趋于

上升(下降),于是拒绝零假设;如检验结果是不显著的Z值(无论正负),表明这两个变量对应于农场

规模扩大的取值变化无确定趋势,于是接受零假设。

三、劳均农业收入和农场平均成本的趋势分析结果

表4和表5分别展现了样本农户劳均农业收入和农场平均成本的趋势分析结果。因结果的数据量

较大,为控制篇幅,此处不展现这两项分析所得到的详尽结果信息,只提供分析所得的检验统计量结果。
从表4可见,在2014—2018年的五年内,劳均农业收入趋势分析的所有Z值都为正,且在5%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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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趋势分析方法的理论概念可参阅王静龙和邓文丽(2021)第六章。关于这种检验在Stata中的用法可查阅

相关的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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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样本农户的农业收入是随农场规模的扩大而趋于上升的。这项分析在方

法上很简单,其所提供的信息也有限,但就本文此处的分析目的而言,表4提供的信息已足够明确:
覆盖全国7个主要农业门类、历时5年数据的35次检验都得到了显著的正Z值,表明样本农户的劳

均农业收入随农场规模扩大而上升的趋势是高度确定和稳健的。

表4 样本农户劳均农业收入趋势分析检验统计量

农业门类 指标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水稻种植
Z 7.71 6.31 5.26 6.15 3.54

Prob>|z|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小麦种植
Z 2.27 2.07 4.85 5.64 2.95

Prob>|z| 0.024 0.038 0.000 0.000 0.003

玉米种植
Z 8.01 10.57 2.26 6.99 4.32

Prob>|z| 0.000 0.000 0.024 0.000 0.000

蔬果种植
Z 2.16 3.52 3.47 2.76 4.17

Prob>|z| 0.031 0.000 0.001 0.006 0.000

羊养殖
Z 2.40 2.90 6.66 6.10 7.56

Prob>|z| 0.017 0.004 0.000 0.000 0.000

禽类养殖
Z 5.81 6.34 10.08 8.47 6.35

Prob>|z|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生猪养殖
Z 2.97 6.43 9.29 5.94 5.42

Prob>|z| 0.003 0.000 0.000 0.000 0.000

  注:使用Cuzick检验,这项检验的零假设是被测变量的变化无确定趋势。

与表4不同,表5显示,在全部35个检验结果中,有32个负Z值,3个正Z值;在32个负Z值

中,有11个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从而,全部35个Z值中,有21个为显著的负Z值,占60%。据此或

可认为,在总体上,对应于农场规模的扩大,农场平均成本的取值趋于下降。但很显然,这一趋势较

弱,缺乏足够的确定性和稳健性。

表5 样本农户农场平均成本趋势分析检验统计量

农业门类 指标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水稻种植
Z -2.77 -0.99 -1.30 -2.91 -2.57

Prob>|z| 0.006 0.322 0.193 0.004 0.010

小麦种植
Z -0.63 -0.67 -2.21 0.22 -1.04

Prob>|z| 0.529 0.505 0.027 0.830 0.298

玉米种植
Z -2.76 -3.00 2.43 -4.99 -0.33

Prob>|z| 0.006 0.003 0.015 0.000 0.740

蔬果种植
Z -6.31 -2.42 -3.30 -2.90 -0.83

Prob>|z| 0.000 0.016 0.001 0.004 0.406

羊养殖
Z -0.83 -1.89 -2.62 -0.78 -3.96

Prob>|z| 0.409 0.058 0.009 0.438 0.000

禽类养殖
Z -5.71 -3.26 0.42 -1.25 -3.04

Prob>|z| 0.000 0.001 0.671 0.210 0.002

生猪养殖
Z -3.50 -3.28 -2.54 -1.31 -2.96

Prob>|z| 0.000 0.001 0.011 0.192 0.003

  注:使用Cuzick检验,这项检验的零假设是被测变量的变化无确定趋势。

从这两组趋势分析结果来看,扩大农场规模能增加农户的劳均农业收入,且不增加农场平均成

本,这自然可被视为对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合理性证明。但这只是一种笼统的检验,仅凭此还不足以

清晰呈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本意。下面借助一种非参数回归,考察样本农户的劳均农业收入曲线和

农场平均成本曲线,以进一步呈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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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样本农户的劳均农业收入曲线和农场平均成本曲线

本部分所用的分析方法是“局域多项式回归”(localpolynomialregression),也称“局域多项式修

匀”(localpolynomialsmoothing),是单变量非参数回归里的一种。该回归基于一组散点图数据

{(x1,y1),(x2,y2),…,(xn,yn)},其基本方程形式为yi=m(xi)+σ(xi)εi。其中,等号右侧两项的函

数形式m(·)和σ(·)未知;εi是对称的误差项,且E(εi)=0,Var(εi)=1。这种回归的目的是在不预

设函数形式m(·)的情况下,估计m(x0)=E[Y|X=x0]。
在估计中,要将自变量从最小值到最大值的整个值域细分为许多小值域(grid),并在每个小值域

中确定一个修匀点x0,然后对每个小值域做Yi对多项式(Xi-x0),(Xi-x0)2,…,(Xi-x0)p的回归。
该回归中的常数项(截距)就是 m(x0),最后得到的分析结果是由这些 m(x0)构成的因变量分布

曲线。①

另外,在局域多项式回归中,结果曲线的顺滑程度取决于分析者选定的小值域宽度,专业文献中

称此为“窗宽”(bandwidth)。窗宽过小会导致对结果曲线修匀不足,使结果曲线含有过多的数据变

异信息,整个曲线会因方差过大而不能清晰呈现因变量和自变量间的主导关系。反过来,窗宽过大

会导致对结果曲线修匀过度,如此得到的结果曲线虽很顺滑,但含有的数据变异信息过少,整个曲线

会因与真实数据关系偏差过大而失真。
本部分分析中的因变量是样本农户的劳均农业收入和农场平均成本,自变量是样本农户的农场

规模,目的是观察这两个因变量相对于自变量的分布状态。因分析只涉及每个时点上劳均农业收入

和平均农场成本与农场规模的关系,为控制图表数量,此处按农业门类合并五年数据,分别拟合各农

业门类在这五年内相对于农场规模的混合劳均农业收入曲线和农场平均成本曲线。
关于劳均农业收入曲线的拟合结果见图1。图1中含有7个二维直角坐标图。这些坐标图中,

横轴表示农场规模,纵轴表示劳均农业收入。图中同时叠显了数据散点图(浅色散布圆点)和结果曲

线图(黑色连续线条)。从图1可见,各农业门类的劳均农业收入曲线虽有一定的波动,但它们的总

趋势都是从左至右向上抬升。这表明,样本农户劳均农业收入是随农场规模的扩大而趋于上升的。
这一点与表4关于劳均农业收入的趋势分析结果完全吻合,可算是对表4分析结果的一种稳健性检

验。它表明,样本农户劳均农业收入对应于农场规模扩大的这种上升趋势是确定和明显的。
与劳均农业收入曲线不同,农场平均成本曲线的内涵更为复杂,因而在理解农业规模化经营的

本意上,农场平均成本曲线所提供的信息也更丰富。图2展现了各农业门类的农场平均成本曲线二

维直角坐标图。其中,横轴表示农场规模,纵轴表示农场平均成本。为能更清楚地观察该曲线的特

征,图2中排除了数据散点图。
一目了然,图2中7条平均成本曲线有着相似的分布形状,即在横轴靠近原点的小规模区段内,

曲线都几乎呈垂直状,但超出狭窄的小规模区段后,曲线都接近呈水平状,从而所有的农场平均成本

曲线都呈近似的L型分布。
从图2来看,各门类农场平均成本曲线的似垂直部分都足够顺滑,而其似水平部分则在很小的

幅度内起伏。这意味着,在小规模区段内,农场平均成本的水平是高度发散的;而离开小规模区段

后,农场平均生产成本的水平虽仍有变化,但这种变化无明确的趋向性,且变化幅度收窄至一个很小

的取值范围内。即在中大规模区段内,农场规模的差异很大,但平均成本的差异很小,而小规模区段

内的情况则正相反。
为进一步佐证这一点,下面在各农业门类的农场平均成本和农场规模数据中找出平均成本曲线

似垂直部分和似水平部分之间的规模转换点,并对这些转换点两边的小规模样本和中大规模样本分

别做农场平均成本对应于农场规模的趋势分析,结果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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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样本农户的劳均农业收入曲线

表6 各农业门类五年农场平均成本趋势分析结果

农业门类 小规模样本 规模转换点 中大规模样本

玉米种植 z=-1.91 Prob>|z|=0.056 480亩 z=-1.58 Prob>|z|=0.115
水稻种植 z=-1.36 Prob>|z|=0.173 170亩 z=-1.59 Prob>|z|=0.113
小麦种植 z=-0.77 Prob>|z|=0.440 400亩 z=-1.59 Prob>|z|=0.111
蔬果种植 z=-4.91 Prob>|z|=0.000 150亩 z=-1.30 Prob>|z|=0.195
羊养殖 z=-1.22 Prob>|z|=0.221 120只 z=-1.44 Prob>|z|=0.150

生猪养殖 z=3.46 Prob>|z|=0.001 200头 z=-1.53 Prob>|z|=0.126
禽类养殖 z=2.30 Prob>|z|=0.021 650只 z=-1.65 Prob>|z|=0.100

  注:使用Cuzick检验,这项检验的零假设是被测变量的变化无确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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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样本农户的农场平均成本曲线

从表6可见,在这两个规模分组的14个检验统计量中,只有4个Z值(29%)是显著的,从而总

体上无法认定,农场平均成本对应于农场规模扩大的取值变化有明确的趋向性。同时,在小规模样

本的检验结果中,检验所得的7个Z值里,有3个(水稻、小麦、羊)不显著;在显著的4个Z值中,有2
个(玉米、蔬果)是负值,2个(生猪、禽类)是正值。这反映出,在小规模样本中,不同农业门类在农场

平均成本和农场规模的关系上很不一致。但在中大规模样本的检验结果中,检验所得的7个Z值都

是不显著的负值,表明在中大规模样本中,各农业门类在农场平均成本和农场规模的关系上有较高

的一致性。由此可知,在农场平均成本和农场规模的关系上,小规模样本和中大规模样本之间有着

明显的差异。如此来看,表5中将小规模样本和中大规模样本合在一起做趋势分析,掩盖了这两组

样本间的这一差异,其结果是有误导性的。
不过,在表6里,中大规模样本的检验结果虽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却都是负的Z值,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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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大规模样本中,农场规模与农场平均成本之间仍有某种弱的负向关系。在解释这一点上,有一

种影响很广的观点或可参考。即除了直接生产成本外,在农场的产前、产后交易环节中还有一些与

农场规模有关的因素也会影响农场的运营成本。例如,大农场在采购农资和出售产品上可因交易量

大而获得种种金钱性优惠(pecuniaryeconomies),如较低的投入采购价或较高的产品出售价等,这会

使大农场在货币收益上显出某种规模优势。① 但可以设想的是,这类金钱优惠在量级上无法与直接

生产成本相提并论,它们或许能使农场平均成本与农场规模呈负向关系,但其影响力很可能通不过

统计显著性检验,从而中大规模农场平均成本的取值对应于农场规模变化无明显趋势的基本结论仍

能成立。②

最后,从表6中的规模转换点一栏来看,各农业门类的平均成本曲线由似垂直状转为似水平状

的临界规模分别为,玉米,480亩;水稻,170亩;小麦,400亩;蔬果,150亩;羊,120只;生猪,200头;
禽类,650只。但应该承认,这些规模转换点的取值有随机性,若换个样本,因数据采集方法不同,样
本构成各异,或许会得到明显不同的转换点。因此,本部分拟合农场平均成本曲线所得的结果中,较
可靠的信息是所有农业门类的农场平均成本曲线都由似垂直状和似水平状这样两个部分组成,从而

所有门类的农场平均成本曲线都呈明显的近L型分布。

五、L型农场平均成本曲线中的两个组成部分

呈L型分布的农场平均成本曲线不是中国农业的特有现象,而是全球农业,尤其是发达经济体

农业中的特征化事实。如Chavas(2001)指出,在发达国家的农业中,平均成本函数呈典型的L型。
即在农场规模的小规模区段内,农场平均成本随农场规模的扩大而显著下降,但当农场规模超出小

规模区段后,农场平均成本不再显著变化,而在很大的规模区段内基本稳定。
在解释L型平均成本曲线中这个似水平部分上,学界尚无一致定论。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产

业中,单个厂商是价格接受者,其平均成本不会随运营规模的变化而变化,而农业也确实被普遍视为

完全竞争产业。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足以断言农业是个平均成本不变产业。按照Kislev&Peterson
(1991)的看法,不同规模的农场所以有相似的平均成本,主要是因为绝大多数农业投入要素不具有

整装性(lumpiness)③。在这方面,像种子、肥料、农药之类可变投入要素自不待言,即使是被视为固

定资产的农业机械,因型号、规格很多,可由不同规模的农场按需选用,因而并不专属于特定规模的

农场;而农机服务和农机租赁市场的发展,使得小农户也能靠订购农机服务实现作业机械化。因而

从长期来看,农业机械也不是真正的整装性投入要素。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不少地区的农业机械化经验契合这一判断。如Pingali(2007)指出,在19

世纪的美国和欧洲以及20世纪的部分亚洲地区,农机租赁服务都曾在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上发挥

了积极作用。Takeshima(2017)发现,在小农业盛行的尼泊尔,近30年里以拖拉机为代表的农机作

业普及率有显著提高,这主要是靠私人提供的农机租赁服务实现的。Qingetal(2019)发现,快速发

展的农机服务市场已使中国90%的村庄获得了农机作业服务,目前这已成为中国农户提升作业机械

化水平的最重要途径。Diaoetal(2018)估计,在非洲的加纳,发展农业机械化的主要机制是私人农

机租赁市场,其主要供给方是拥有拖拉机的个体农场主。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专家Simsetal(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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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Smithetal(1986)发现,1981年,美国得克萨斯高地的最大植棉农场在这方面得到的所有金钱性优惠为每磅皮

棉4.2美分。
只是,本文所用数据中不含这方面的基础信息,无法就此给出计量验证。但Tewetal(1980)的研究或许可资

参考。他们利用美国某大型农资供应商在佐治亚州的10家直销店从1975年1月至1978年12月的销售数据,以佐

治亚州西南部的花生种植户为对象,分析了9种主要投入的购买量与购买价格的关系。结果发现,在这9种主要投

入要素中,有5种要素的购买量受金钱性优惠影响。但他们也发现,这种源于较低采购价的金钱优惠效应对农场每

英亩总成本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或曰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



认为,农业机械应成为非洲小农的关键投入。而刘凤芹(2006)在观察我国东北农业生产方式后明确

认定,并不存在因土地经营规模小而导致农机和劳力部分闲置的现象,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和大规模

的土地经营在要素利用效率上没有明显差别。
如此看来,或许确有理由认为,在长期中,农业投入要素的非整装性使不同规模的农场可以采用

大体相同的生产技术,并具有相似的平均成本,从而不同规模的农场在生产上都可以是有效率的。
关于L型平均成本曲线中的似垂直部分,由图2和表6的结果可知,其内涵在于,占样本绝大多

数的小农户,按规模都聚集在横轴左端很窄的规模区段内,但其平均成本水平却沿坐标纵轴方向发

散分布。这意味着,小农户在平均成本水平上差异很大,他们中既有高成本农户,也有低成本农户,
从而L型平均成本曲线中的似垂直部分所体现的是小农户在平均成本水平上的高发散性。

对这一现象,一种颇有影响的解释是,很多小农户在经营上不遵循市场商业性原则。如Chavas
(2001)认为,家庭劳动的影子价值很可能因农场规模而异。对有些农户来讲,其成员在家庭农场中

的劳作具有非收入性效用,其意义类似于新古典家庭模型中的闲暇。如一些“爱好型”(hobby)农场

主和兼业农场主会“享受”其在家庭农场中的劳作,这能解释大量高成本小农场的持续存在。
显然,只有不以农业经营为家庭主要生计来源的农场主才会有这样的经营行为,其农场规模也

不会很大。同时,这样的农场主未必都轻视成本控制,是否注重控制成本以及愿意为控制成本付出

多少努力,取决于他的具体经营目的。经营目的不同,绩效评价标准各异,其农场成本水平自然千差

万别。也就是说,小农户其实是一个经营目的高多样性和成本水平高发散性的农业经营群体。
中国农业正处于深刻的结构转型之中,现有中国农户中既有正趋向发达国家大中型家庭农场的

规模化经营农户,也有仍未完全摆脱内卷化状态的传统小农,从而中国农户在家庭生计的农业依赖

度上差异显著。这意味着,中国小农户中会有更高的经营目的多样性和成本水平发散性。
如中国土地制度课题组(1991)对全国600家农户的调查发现,平均耕地面积仅3亩的最小规模

农户组在亩均劳力和资本投入上都高于更大规模的农户组,其亩均产量也高于后者。其原因在于,
这类农户侧重于非农兼业,其家庭农业的产出主要供家庭自用,不考虑是否盈利。王建军等(2012)
也发现,小农户多为兼业农户,其亩均投入的生产要素量高于大农户,这为小农户带来了更高的单

产,但过高的生产成本也降低了农户的收益,甚至出现了亏损。这表明,在部分兼业农户中,家庭农

业生产主要为满足家庭自需,因总经营规模不大,需付出的总成本有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凭借非农

就业收入,用高成本投入在有限土地上获得较高的产出。
与此相反,有些研究者看到了另一类兼业农户。如唐轲等(2017)指出:小农户“兼业化现象较为

普遍。……农业生产退而居其次,增加了农户‘广种薄收’、‘种懒人田’的概率,从而导致农业投入降

低和单产减少。这种情况在一些以外出务工为主和机械化发育程度不高的山区表现较为普遍。”黄
新建等(2013)也注意到,种植面积在1~10亩的农户中,“劳动生产主体以老人、妇女为主,种地主要

是为了解决自家口粮,以粗放式经营为主,更有一部分家庭撒上种子或者委托别人帮忙撒上种子就

再也不管了,能收多少是多少,亩产量最低”。显然,这类兼业农户在家庭生计上已基本脱农,但出于

某种考虑不愿放弃农地,便以少量边际劳力经营家庭农业。这类农户在经营上并不在乎所获收入的

多少和生产效率的高低。而且,虽然这类小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总收入都不高,但若看其在

家庭农业中实际所投劳动的边际收益,或许并不显著低于其非农就业,即这样的农业经营对这类农

户而言仍是有效率的。①

另外,不能排除当前中国农业中还存在一些相对弱质的“恰亚诺夫式”小农,他们既没在非农领

域觅得有利的稳定就业机会,也未能显著扩大其家庭农场的规模,仍主要靠在有限土地上凭自身的

过密化劳动尽可能增加产量以维持家庭生计。如刘凤芹(2006)提道:“一些不兼业且种植面积少、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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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Fuglieetal(2020)中第2章的讨论表明,以往按人/年为单位计算兼业农户在其家庭农业中的劳动投入量会明

显低估兼业农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在按实际劳动小时数计算兼业农户在家庭农业中的劳动投入量后发现,兼业农

户在其家庭农业中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有可能不低于甚至超过其非农就业的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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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有闲置的农户,……更多地采用人工和畜力作业。这种情况多见于两口之家、耕作面积10亩以

下、年龄在50~65岁的准老年农户家庭。”甚至还可以想象,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中已有了一些规模

不大的“爱好型”农场主,他们务农不为谋生,也不在意通常的生产效率准则。总之,在设想中国现存

小农户的农业经营目的上应注意避免简单化,与以满足市场需求为主的中大规模农户相比,小农户

的农业经营目的和效率水平肯定更为复杂和多变。
由此来看,L型农场平均成本曲线中的这个似垂直部分所代表的现实是,在小农场规模区段内,

不在乎成本效率的农户随农场规模的扩大而趋于减少,它意味着农户的经营目的随其农场规模的扩

大而向市场商业性目的趋同,使原本发散的农场平均成本水平迅速向中大规模农户的成本区间

收敛。
显而易见的是,将经营目的大相径庭的农户放在一起做农场规模和绩效比较是意义不大的。真

正有意义的农场规模和绩效评价,应避开农场平均成本曲线的似垂直部分,专注于该曲线的似水平

部分。因为,这部分平均成本曲线所对应的是经营规模较大且家庭生计对农业依赖度较高的农户,
他们的农业经营大都遵循市场商业性原则并注重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这类农户的绩效可比性会远高

于小农户。

六、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本意

一旦将分析目光集中于农场平均成本曲线的似水平部分,就无法回避一个问题:既然扩大农场

规模未必提高生产效率,为什么农场规模会不断变大,且越是发达经济体,农场的平均规模也越大?
如美国学者Duffy(2009)就发问:“既然农场都展现了L型平均成本曲线,且扩大农场规模并不降低

生产成本,怎么还看到农场规模在持续扩大?”他的答案是:“在产出量增加且生产成本无明显差异的

情况下,收入就会增加。”对熟悉全球农业经济现实的人来讲,这样的论断可谓不言自明,前面表4和

图1的内容也算是基于中国农户调查对这一论断的佐证。
需注意的是,对于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这种农业收入效应,不应按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理论来

解释,因为这样的收入增加效应与规模经济无必然联系。
经济学理论中的规模经济概念是指所有投入要素的等比例增长带来产出的更大比例增长

(economiesofscale),并由此导致单位产出成本随产出规模扩大而下降(economiesofsize),①这意

味着整个生产系统的资源使用效率得到提高。这样的产出扩大和成本节约效应主要源于生产组织

方式的创新和投入要素的技术改良,但农业规模化经营并不以此为前提。因为,农业规模化经营是

在基本不增加劳动投入的情况下,靠增加物质性要素(土地、资本等)的投入来扩大农场总产出,并由

此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实现农户增收。这与导入更高产的作物品种或更优质的肥料、农药和农

机等生产要素、实现产出增幅大于投入增幅的规模经济有质的不同。如果说,农业规模化经营是通

过物质性投入要素在数量上的外延式增长来扩大农业产出规模,那么规模经济就是靠投入要素的内

涵式改良和生产创新,在不增加或少增加要素投入的情况下实现产出的更大幅度增长。当然,在实

际农业生产中,这两种产出规模扩大完全可能同时发生,但在理论上它们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增产机

制,且并不彼此依存。② 在表述上,或可将农业规模化经营带来的产出扩大和务农收入提高称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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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英文文献中的“economiesofscale”和“economiesofsize”是两个内涵各异却又彼此关联的概念,但中文文献中

未见有对它们的明确区分和界定,极易生混淆。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关联可参阅Rasmussen(2013)。
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农场效率提高无必然联系的一个例子是,农业规模化经营可能导致农场总收入中物质要素

成本占比上升,农业纯收入占比下降,从而农场总产出的附加值率下降。如美国农业效率委员会等(1981)指出:“农
场的生产费用在实际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虽然时高时低,但总的趋势是相当大地提高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

大战期间,费用约占收入的一半,……但从1950年起,每年的开支都超过60%,而近年来则在70%的水平上徘徊。”
而张锦洪和蒲实(2009)指出,美国农场净剩余的实际值在二战后逐年下滑,经测算,美国农场经营净剩余年均降低约

1.268%。



种农场“规模效应”,但在概念上不应与经济学理论意义上的“规模经济”混为一谈。①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弄清楚这一点对于准确把握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本意至关重要。农业

生产中的规模化经营和规模经济都能扩大农业产出,但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问题层面。规模经济不仅

涉及劳动投入的产出率,它还涉及土地和其他要素的产出率,它所反映的是农业生产者之间的效率

比较和竞争关系。而农业规模化经营所涉及的主要是劳动投入的产出率,并不必然涉及其他物质性

要素的产出率,它所反映的是农业从业者和非农业从业者之间的收入比较。农业规模化经营语境中

的劳动生产率其实是农业工资率的代理指标。农场主们扩大其农场规模,看似在追求高劳动生产

率,其实是在追求与非农产业工资率相当的务农收入,它所影响的主要是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
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流转配置。

这绝不是说,在农业经济研究中,物质性要素产出效率评价不如务农收入评价重要,只是说这是

两类不同的问题,各有其自己的展开层面和实现机制,不应混为一谈。所有的农业从业者,在投身农

业经营前,首先要判明的是务农能否赚钱养家,从而自己是否要以农为业。如果认定凭农业收入不

足以维持家庭生计,他们就会转向其他产业就业。农业从业者,只有在能够安心以农为业的情况下,
才会去关注农业投入要素(包括土地)的生产效率。使农业规模化经营成为必要的基本因素只在于

两点:随经济发展而趋于上升的非农产业工资率,以及农产品需求的低收入弹性。因此,在农业规模

化经营问题上,从各种投入要素生产率的角度来评判其是否可取,其实不得要领。农业规模化经营

是个农户务农收入问题,而非农业生产效率问题。

七、结束语

传统小微农业条件下的高土地产出率以农民的劳动过密化投入为前提,且与农村、农民的贫穷

化难解难分。当农村改革开启了农村劳力非农化的大门后,那样的高土地产出率就成了无本之木。
在改革后的中国农村,为延续那样的高土地产出率而人为地维护传统小微农业,不仅不可取,其实也

已不可能;真想提高土地产出,只能从生产创新和技术进步上找出路。从农村改革后我国农业发展

的实际情况来看,大量农业劳动者离农转移,农地总面积增加不多甚或还有减少,但我国农业的土地

产出率和农业总产出并未停滞不前,而是有所提高的。这肯定不是因为原有的小微农业得以延续,
而是因为导入并普及了各种新技术和新要素。所以,农业规模化经营与高土地产出率并非难以兼

容,关键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走技术密集型农业发展之路,靠生产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土地产

出率。
认定农业规模化经营本质上是农户务农收入问题,其政策含义直接指向专业农户的培育和发

展。因为,农业生产效率问题,不管有多重要,若无人愿专门以农为业,就极易流于空谈。而农业规

模化经营之所以不可或缺,就在于它能消除农业和非农产业间收入差别的结构基础,确保农业从业

者能靠专业务农获得与非农产业同等从业者相当的职业收入。而专业农户的农业经营,不仅规模

大,循市场商业性原则展开,而且其家庭生计对农业的依赖程度高,不可能不注重所投要素的产出效

率。专业农户是真正的农业企业家。国内外关于农户经营行为的分析几乎都认定,在经营行为长期

化以及接受新技术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意愿和潜能上,专业农户都明显优于兼业农户(袁宁、刘小川,

2013;郜亮亮、黄季焜,2011;Goodwin& Mishra,2004;Fernandez-Cornejoetal,2007)。所以,推进

农业规模化经营,形成以专业农户为主体和骨干的农业经营者群体,是为中国农业的长期可持续发

展打造必要的微观基础。对于确保中国食品安全和中国农业的产业自立,这一点的意义怎么强调都

不过分。
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农业发展受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而内生出来的结构转换过程,它固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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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昭才和王德祥(1990)意识到了这一差异,因而用“经济规模”来表示他们所讲的农业规模化经营目标,以避

免与理论上的规模经济概念相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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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发展动能,无须任何外力推动。政府不必充当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推动者。农业规模化经营的

主角是农户,应由农场主们自己来决定其家庭农场的规模。政府在这一进程中所应承担的职责是,
主动顺应,适时调整相关政策和制度,创造有利于农地流转集中、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户自主决策的体

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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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imaryEssenceofScaling-upofFarmingfromthePerspectiveofFarmIncome

HANChaohua
(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China)

  Abstract:Basedontheuniquedatafromfamilyfarmsdevelopmentmonitoringsurveythatcoverstheperiodfrom
2014to2018for31provincesacrossChina,thispaperaddressestheprimaryessenceofscaling-upoffarming.Itisar-

guedinthispaperthattheissueofscaling-upoffarmingisamatterofincomefromfarminginsteadofagriculturalpro-
ductionefficiencies.Sincetheinstitutionalgroundsoftraditionalandhighlyinvolvedfarmingweredeconstructedby
ruralreform,itisonlytechnology-intensivefarmingwithscaling-upthatremovestheincomebetweenagricultureand
non-agricultureandguarantees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Chineseagricultureinthefuture.

Keywords:Scaling-upofFarming;PrimaryEssence;Farm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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